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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性预先干预对社交平台用户虚假信息 
感知和行为的影响*

杨雪艳　夏志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通过将基于逻辑接种的预先干预措施与会话式人工智能相结合，验证智能系统驱动的交互性预

先干预对社交平台用户虚假信息感知及行为（点赞和转发）的影响，为社交平台打击虚假信息提供新思路和方

法。基于S-O-R理论构建研究框架模型，设计对照实验，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中介效应分析探讨干预措施对用户虚假信息感知和行为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干预措施显著减少

了虚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感知准确性、感知真实性以及用户的点赞和转发行为；同时，感知真实性和感知准

确性在干预措施与用户行为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研究建议，社交平台可通过预先干预措施减少虚假信

息的负面影响，并在制定干预策略时综合考虑多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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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行为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广泛

应用，信息的生成和传播过程变得愈加复杂和动态化，

使得打击虚假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1]。社交平台的普及

极大地加剧了这一情况，使得虚假信息能够迅速传播并

广泛分享给不同公众[2]。心理预防作为一种预防性治疗

措施，因可以有效弥补事实核查和揭露等虚假信息干

预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3]。人工智

能和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进步为人工智能与多种干预措

施的结合提供了新可能，在提升心理预防效果和打击

虚假信息方面成为热门话题[4]。

虚假信息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事实核查和揭露，

其效果受到辟谣信息质量、公众已有观念及意识形态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5]。“虚幻真相效应”表明，纠正

虚假信息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人们更容易相信重复的信

息（即虚假信息）而非真实信息；而“持续影响效应”则

表明，即使采取干预措施，人们也可能对最初的虚假信

息产生信任[6]。为应对这些挑战，研究人员开始探索针

对虚假信息的心理预防策略。通过预先的警告和驳斥，

在公众接触虚假信息或其具有“传染性”之前，培养公

众对未来虚假信息的认知抵抗力[5]。近年来，这一领域

已从关注培养个体抵御特定虚假信息的能力，逐步转

向关注虚假信息背后的潜在策略，实现从“窄谱”（基

于事实）的接种向“广谱”（基于逻辑）的接种转变。与

事实接种相比，逻辑接种显著提高了干预措施的可扩

展性，使公众能够对一系列虚假信息形成更强的免疫

力[7]。此外，会话式人工智能可以改善用户交互体验，

吸引用户注意力，进而影响用户认知、态度和行为[8]。

会话式人工智能在虚假信息干预方面具有潜在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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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利用研究对象与人工智能之间实时、个性化的交

互，能够有效降低他们对虚假信息的信任[4]。

鉴于此，本文尝试将基于逻辑接种的预先干预

措施和会话式人工智能相结合，以刺激-机体 -反应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为理论

框架，验证具有交互性质的基于逻辑接种的预先干预

措施是否会对公众（尤其是社交平台用户）虚假信息感

知和行为产生影响，旨在为打击虚假信息提供一种新的

思路，减少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

1　文献回顾

1.1　虚假信息应对策略

虚假信息应对策略研究深受各界关注。从信息传

播的时间维度来看，虚假信息的应对策略有3种：传播

前的预防策略、传播中的阻断策略和传播后的纠正策

略。以技术为主导的事中阻断和以事实核查与反驳为

核心的事后纠正是当下流行的虚假信息应对方式 [9]。

Kimura等[10]提出一种自然贪婪算法并将其应用于阻塞

虚假信息传播。考虑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生命周期的TPR
方法 [11]、两阶段贪婪算法 [12]、基于竞争性独立级联模

型提出的CDRBM算法[13]等均被证实能够有效阻断虚

假信息的传播。现有研究中，虚假信息的检测通常被视

为一个分类问题，研究依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

图论等多种方式来有效区分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14]。

虚假信息阻断策略主要通过阻塞虚假信息传播路径、

控制虚假信息传播节点、提高虚假信息的传播阻力来实

现，但阻断虚假信息传播的过程也会影响真实信息的

传播效率以及用户对社交平台的使用体验。

对于已经受到虚假信息污染的信息环境，则需要

及时纠正虚假信息并消除虚假信息的影响。微信官方

辟谣账号“谣言过滤器”、“科普中国”等微信公众号

以及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通过定期向用户推送已

辟谣的虚假信息或谣言，帮助用户了解并识别当前遇

到的虚假信息。然而，事实核查信息的传播广度远小于

虚假信息的传播广度，加之用户态度和认知能力等因

素影响，事后纠正存在的“回音室效应”“持续影响效

应”“虚幻真相效应”等认知偏差难以完全消除[1]，因

此虚假信息传播后的纠正策略不仅存在滞后性，效果也

十分有限。

传播前的预防策略对真实信息传播效率影响较小，

同时能减少认知偏差并降低治理成本，因此得到国内

外研究者的关注。van der Linden等[15]提及可以通过针

对虚假信息的“接种”或“预先干预措施”来应对虚假

信息问题。

1.2　接种理论和预先干预措施

接种理论最先在气候变化[16]、政治[17]等相关虚假

信息问题上进行了验证。虚假信息预先干预措施以接

种理论为框架，通过让人们接受减弱剂量的特定的论

点来建立心理抵抗力，以防范未来虚假信息的影响[18]。

接种理论作用机制包括通过事实证据或逻辑技巧对攻

击进行先发制人的反驳，以此形成两种干预措施[19-20]：

事实接种，即基于事实证据对虚假信息中的论点进行预

先驳斥；逻辑接种，即专注于构成虚假信息的操纵技巧

和逻辑谬误，而非特定情境的个别例子。现有研究大多

集中于事实接种，随着心理预防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逻辑接种领域，这也促进心理预防从“基于事

实”到“基于技术”的转变。

社交平台虚假信息常用的操纵技巧有情绪化语

言、不连贯（或没有条理）、假二分法（或虚假两难的

逻辑谬误）、替罪羊、人身攻击等[3]。研究表明，向社交

平台用户介绍新冠疫苗失真环境中常见的信息操纵策

略[19]，或将构成虚假信息的操纵技术融入小游戏[7]，能

够有效提升用户对虚假信息的心理防御能力，同时降

低虚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并减少虚假信息分享行为。传

统接种研究大多构建对特定说服性攻击的抵御能力，

而关注支撑虚假信息的操纵技术和策略能显著提高接

种干预在社交平台上的可扩展性[7]。通过将包含逻辑接

种的接种视频作为广告投放于YouTube等社交平台，证

实了干预措施在现实环境中的有效性[3]。实验表明，无

论是实验室环境还是经常接触虚假信息的现实环境，

人们均可以通过观看简短的接种视频来提高识别虚假

信息的能力；而且这些干预措施对具有不同意识形态

背景和认知风格的人均是有效的，可以很容易地大规模

实施。

1.3　交互性预先干预

社交互动是公众获取信息、交流观点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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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降低认知风险，帮助甄别信息[21]。人们可以通过

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互动来获得社交互动

的满足 [22]。会话式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方

向，可以通过询问用户来启动会话以及指导会话流程，

并显著提升人机交互能力[23]。例如，微软和谷歌将会话

式问答添加到搜索引擎中，以此改善用户的互动体验。

交互性是人机交互的基础，在重塑人机交互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根据信息传播的三大要素（来源、媒介和

信息），可将交互性划分为媒介交互性、来源交互性、

信息交互性[8]。在数字媒体领域，互动变得无所不在，

交互性可以提供线索和启示，吸引用户注意力，并影响

用户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意图[24]。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所述交互性预先干预指的是：

将预先干预的相关文本内容与会话式人工智能系统相

结合，嵌入社交平台，以此提高预先干预措施的交互

性。交互性预先干预的独特之处在于提高参与者的关注

度以及调节参与者认知和思维。有研究表明，数字互动

干预是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之一，在缓解

抑郁和焦虑方面有一定应用[25]。为用户提供交互性环

境可以增强自我效能感，进而增加现实生活中行为改变

的可能性[26]。Hurling等[27]开发的自动对话模块促进了

健康相关行为信念的形成。总之，具备高度交互性和吸

引力的会话式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增强用户的感知控制，

并对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综上，传播前的预防策略与其他虚假信息应对策

略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对真实信息传播效率影响较

小，同时能减少认知偏差。而且，基于逻辑的干预方式

与基于事实的干预方式相比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同

时交互性可以有效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并影响用户的感

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故本研究试图解决以下两个问

题：①在基于逻辑接种的预先干预措施中增加交互是

否具有良好的效果；②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如何影响

社交平台用户对虚假信息的感知与行为。利用问卷调查

收集数据，基于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将社交平台

用户感知维度分为感知可信度、感知准确性、感知真实

性，行为维度分为点赞行为和转发行为，从而分析交互

性预先干预措施对社交平台用户感知和行为的影响。

2　研究假设

S-O-R模型适用于解释个体在面对环境刺激时

内在的感知、态度、信念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周涛

等 [28]将内外部动机作为刺激因素，选择焦虑情绪和社

交网络疲劳两个因素作为机体因素，来研究在线知识社

区用户的潜水行为。唐雪梅等[29]则发现焦虑是影响健

康谣言转发的中介变量，受众转发行为遵循S-O-R模式

框架。基于S-O-R模型构建研究框架模型（见图1）。

图1　研究框架模型

2.1　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对个体虚假信息

感知的影响

作为中介变量，用户感知代表个体的心理状态变

化，例如情感反应或认知反应等。用户对信息的感知包

含多个层面，如感知可信度、感知准确性、感知威胁、

来源可信度、感知质量等。对虚假信息的感知不仅包

括可信度、准确性，真实性也是重要的指标之一[30]。因

此，对于虚假信息的用户感知，从可信度、准确性、真实

性3个维度进行考虑。

2.1.1　感知可信度

可信度被定义为用户感知到的信息质量。感知可信

度是信息接受者对信息的整体感知判断，常被解构为一

个多维概念，如可信任性、专业性等[19]。如何降低虚假

信息的可信度以降低公众对科学知识的误解程度是国

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使用克服公关虚假信息攻击

的预先谎言策略可以降低攻击组织的感知可信度，有助

于防止虚假信息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31]。Roozenbeek
等[32]在干预措施的跨文化研究中也证实，预先干预措施

可以有效降低虚假信息的感知可靠性，提高参与者发现

虚假信息的能力。现有研究结果表明，事实接种和逻辑

接种两类预先干预措施均能够显著降低失真健康信息

的感知可信度[19]。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46 2024年第20卷第11期

H1a：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可以降低社交平台上虚

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

2.1.2　感知准确性

感知准确性在人们判别假新闻时发挥着作用，涉

及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准确解读和理解，是个体对外界

信息的感知与实际信息之间的符合程度[33]。当人们愿

意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推理的时候，对虚假信息的感知

准确性降低。Sharevski等[34]的研究表明人们预先存在

的信念会影响个人对社交平台信息准确性的看法，在

消除人们对虚假信息的信念方面，覆盖所有内容、要求

用户点击后才能查看内容的插页式封面的警告形式，比

位于社交平台内容下方、带有警告性质的上下文标签的

警告形式更有效果。Clayton等[35]发现，在文章中添加

“评级错误”标签比添加“有争议”标签更能降低感知

准确性，且不会对未标记信息的感知准确性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论述，提出如下假设。

H1b：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可以降低社交平台上虚

假信息的感知准确性。

2.1.3　感知真实性

基于线索效用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分享者信任

度、分享者观点、附加提示等因素均会影响深度伪造

信息的感知真实性和用户的互动行为（点赞、评论、转

发），并且这些因素之间还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30]。同

时也有实验表明，感知到的夸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

释用户感知到的评论真实性取决于酒店的类别和相关

评论的极性，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则与用户的确认

偏误等认知偏差有关 [36]。用户对信息真实性的感知受

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基于逻辑接种的预先干预措施可

以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c：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可以降低社交平台上虚

假信息的感知真实性。

2.2　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对个体虚假信息

传播行为的影响

反应是代表个体态度或行为的结果变量，通常表

现为对某一事物的趋近或规避。社交平台虚假信息具

有数量多、传播广等特点，信息参与行为是公众接触虚

假信息的后续行为，个体对虚假信息的传播行为（如点

赞、转发、评论等）会进一步促进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扩

散，加大信息治理的难度[37]。点赞行为是一种由情感驱

动的行为，而转发行为会受到认知的影响[38]，故从点赞

行为和转发行为两个方面来分析干预措施对社交平台

用户行为的影响。感知可信度和感知准确性反映的是

信息给用户带来的权威印象，感知可信度会影响用户

在社交平台分享信息的决定，感知准确性对其分享决

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9]。预先干预能够在虚假信息传

播之前赋予个体抗性，降低个体对虚假信息的分享意

愿，防止虚假信息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研究表明，游

戏作为预先干预的方式之一，不仅能够降低虚假信息

的感知可靠性，增强自主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还能显

著降低社交平台用户分享虚假信息的意愿，且这种干预

在实施后3个月内依旧有效 [40-41]。综上所述，提出以下 
假设。

H2a：虚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影响用户对虚假信息

的点赞行为。

H2b：虚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影响用户对虚假信息

的转发行为。

H3a：虚假信息的感知准确性影响用户对虚假信息

的点赞行为。

H3b：虚假信息的感知准确性影响用户对虚假信息

的转发行为。

H4a：虚假信息的感知真实性影响用户对虚假信息

的点赞行为。

H4b：虚假信息的感知真实性影响用户对虚假信息

的转发行为。

H5a：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可以减少用户对社交平

台上虚假信息的点赞行为。

H5b：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可以减少用户对社交平

台上虚假信息的转发行为。

3　研究方法

3.1　实验材料设计

通过对照实验和问卷分析来探究具有交互性的基

于逻辑接种的预先干预措施是否会对社交平台用户虚

假信息感知和行为产生影响。接种内容主要包含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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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常见操纵策略（情绪化语言、不连贯或没有条理、

假二分法或虚假两难的逻辑谬误、替罪羊、人身攻击）

的具体定义、判定方法及对应例子。实验组在回答问卷

之前会浏览接种内容并想象自己正在和会话式人工智

能系统聊天，而对照组在回答问卷之前不接受任何的

干预。

虚假信息预先干预措施涵盖多个主题，主要集中

在气候变化、政策和健康3个方面，且有效性均已得到

初步验证[42]。健康相关的虚假信息是网络上常见的虚假

信息类型之一，是网络治理的突出议题[21]。因此，参考

科学辟谣平台、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相关网站

上已被证实为虚假的3则信息，并按照微博内容的发布

特点进行修改，设计了“支原体肺炎引发白肺”“吃大

剂量维生素C可以预防流感”“适量饮酒有助于血管健

康”3则健康类虚假信息。对照组和实验组均阅读相同

的虚假信息材料，3则材料在字数上基本保持一致，在

语言表达上使用了假设情境中提及的虚假信息操纵技

巧。同时，为了避免3则虚假信息给被试人员带来一定的

影响，在问卷调查结束时通过信息或口头的方式告知

实验对象3则虚假信息的真伪以及权威人士对3则信息

的辟谣内容。

3.2　实验分组

实验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采用随机对照实验法，

即参与者和实验者均不知晓实验干预与对照组的分

配，以消除主观偏见和心理暗示对结果的影响，从而获

得更客观、可靠的结论。在问卷调查前，询问被试者的

微博使用情况，若被试者近期未使用微博，则不进行后

续实验。

3.3　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分为参与者个体感知和行为两个维度以

及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测量。个体

感知分为3个维度：感知可信度、感知准确性、感知真实

性；个体行为分为两个维度：点赞行为、转发行为。感

知和行为的测量均通过问卷进行，在每则健康类虚假

信息下设置“请根据自我认知对该微博截图内容的可

信度/准确性/真实性进行评分”“您有多大可能对该信

息点赞”“您有多大可能在网上分享该信息”等问题。

感知和行为方面问题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同时

出于质量控制的目的，在问卷中设计了题为“出于质量

控制的目的，请在这里选择‘略微不同意’”的注意力

测试题目。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分发，剔除没有通

过注意力测试以及存在少填等明显错误的问卷，最终

有效问卷共115份。有效问卷中共有50人自动选择为实

验组，其余的65人则为对照组。

由人口统计结果可知，被试者大多为年轻人（19~ 
25岁占83.48%，26 ~35岁占13.04%），男女比例约为

4∶6，比较符合微博的用户画像（《2023微博年轻用户

发展报告》指出：微博中16~22岁的活跃用户规模超过

1.3亿，男女比例为44∶56），因此本问卷调查样本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微博平台的用户群体。为了保证实验

数据的有效性，对问卷数据的信效度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感知和行为维度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

0.900和0.910，总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37（均大

于0.8），且两部分内容在删除任意项后的Cronbach’s α 
值均小于删除之前，故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KMO值为0.856（P＜0.001），大于0.8且显著；利用

Amos 28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因子载荷

为0.520~0.825，并通过计算得到平均提取方差为0.504
（大于0.5）、组合信度为0.937（大于0.7），问卷通过效

度检验。

4.2　单因素方差分析

利用SPS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对实验组和对照

组间的随机化分组效果进行检验。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协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1）显示，各协变量P值
均大于0.05，不存在显著系统性差异，因此分组较为 
随机。

预先干预行为对感知和行为的影响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感知可信度有显著差异

（F=8.123，df1=1，df2=113，P=0.005），实验组的均值

（M=2.963，σ=0.785）要明显低于对照组（M=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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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0.853），假设H1a得到支持。同样，在感知准确性和

感知真实性方面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也存在显著差

异，感知准确性和感知真实性实验组均值要明显低于

对照组，因此假设H1b与假设H1c均得到支持。

通过方差分析探讨了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对微

博平台用户点赞和转发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照

组和实验组的点赞行为和转发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点赞行为：F=4.597，P=0.034；转发行为：F=6.563，
P=0.012），实验组的均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故假设H5a
和假设H5b得到验证。

4.3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变量（有无干预措施）影响社交

平台用户的点赞和转发行为（因变量）的具体路径，运

用SPSS软件的PROCESS Macro Model 4（简单中介）

来测量感知可信度、感知准确性、感知真实性的中介

效应。

点赞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直接效

应分析显示，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与用户点赞行为之间

的直接联系并不显著，因为两者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

间为[–0.295 6，0.282 8]，包含了0。在间接效应分析中，

总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95%置信区间为[–0.703 7， 
–0.121 7]，不包含0。进一步地，分析中介变量的效应

时发现，感知准确性的中介作用显著，其95%置信区间

为[–0.359 3，–0.027 3]，不包含0。相反，感知可信度

和感知真实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因为它们的95%置信

区间包含了0。基于上述分析，感知准确性在干预措施

与用户点赞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这表明，交互

性预先干预措施主要通过改变信息的感知准确性来影

响用户的点赞行为，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通过感知准

确性的中介作用对用户的点赞行为产生了显著的负向 
影响。

转发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直接效

应分析显示，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与用户转发行为之

间的直接联系并不显著，两者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

为[–0.391 9，0.193 9]，包含了0。在间接效应分析中，总

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因为95%置信区间为[–0.712 4， 
–0.127 2]，不包含0。进一步分析发现，感知真实性对

干预措施与转发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

用，其95%置信区间为[–0.470 9，–0.018 8]，不包含0。

表1　对照组与实验组各协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组别 均值M 标准偏差σ F P

年龄
对照组 2.215 0.515 

3.536 0.063 
实验组 2.060 0.314 

性别
对照组 0.600 0.494 

0.429 0.514 
实验组 0.660 0.479 

受教育程度
对照组 3.908 0.723 

0.008 0.929 
实验组 3.920 0.752 

表2　感知和行为维度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组别 均值M 标准偏差σ F P

感知可信度
对照组 3.405 0.853

8.123 0.005
实验组 2.963 0.785

感知准确性
对照组 3.303 0.814

7.553 0.007
实验组 2.880 0.821

感知真实性
对照组 3.308 0.915

7.821 0.006
实验组 2.847 0.823

点赞行为
对照组 2.780 1.123

4.597 0.034
实验组 2.353 0.963

转发行为
对照组 2.564 1.174

6.563 0.012
实验组 2.053 0.889

表3　点赞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类别 效应值 标准误 t P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影响 –0.006 4 0.145 9 –0.043 9 0.965 1 –0.295 6 0.282 8

间接影响

总体 –0.419 7 0.146 0 –0.703 7 –0.121 7

感知可信度 –0.147 0 0.109 1 –0.407 9 0.018 2

感知准确性 –0.178 5 0.087 1 –0.359 3 –0.027 3

感知真实性 –0.094 2 0.111 5 –0.338 9 0.124 3

同样，感知准确性也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95%置信区

间为[–0.351 5，–0.003 2]，接近0，但不包含0，表明该

效应显著但效应较小。相反，感知可信度作为中介变量

时，95%置信区间为[–0.267 3，0.107 7]，包含了0，中介

效应不显著。基于上述分析，交互性预先干预措施对用

户转发行为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感知真实性和感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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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转发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类别 效应值 标准误 t P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影响 –0.099 0 0.147 8 –0.669 9 0.504 3 –0.391 9 0.193 9 

间接影响

总体 –0.411 8 0.148 9 –0.712 4 –0.127 2 

感知可信度 –0.050 4 0.093 1 –0.267 3 0.107 7 

感知准确性 –0.153 4 0.089 9 –0.351 5 –0.003 2 

感知真实性 –0.208 0 0.116 9 –0.470 9 –0.018 8 

确性的中介作用来体现。

通过上述中介效应分析可以得出假设H3a、H3b与
H4b均得到支持，而假设H2a、H2b、H4a并未得到有效

的证实。

5　结论

研究发现，具有交互性的基于逻辑接种的预先干

预措施能够有效降低虚假信息的感知准确性、感知可

信度和感知真实性，验证了其在增强用户虚假信息感

知方面的有效性。这种方法在未显著影响用户对真实

信息的辨识能力的同时，还对用户行为产生了积极影

响，具体表现为减少了用户对虚假信息的点赞与转发行

为。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点赞行为与转发行为的

内在逻辑差异：用户对信息准确性的判断主要影响点

赞行为，而感知真实性和感知准确性共同影响转发行

为。这一发现表明不同心理因素在用户行为中的差异性

作用。基于此，建议将预先干预措施融入会话式人工智

能系统并嵌入社交平台，以增强干预措施交互性、普适

性和推广性。通过个性化设计，不同用户群体可以获得

定制化的干预体验。此外，该系统还能借助大数据与算

法，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虚假信息防范策略。

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预先干预措施作用机制的理

解，还为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治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

实践基础。通过预先干预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提升

用户的认知，充分发挥用户在虚假信息治理中的主体作

用，实现虚假信息治理的科学化和系统化。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索。首先，

在现实情境中进行相应研究，并通过访谈、观察、行为

追踪和生理数据测量等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和更加专业

的测量工具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其次，结合

社会认知理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等来丰富分析框

架，深入探讨预先干预措施更加具体的干预路径，全面

理解其内在机制，进一步优化干预措施。最后，增加实

验材料的主题类型，以及使用语言风格更多样的干预

材料，优化逻辑接种干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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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teractive Pre-Intervention on False Information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of Social Platform Users

YANG XueYan  XIA ZhiJie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P. R. China)

Abstract: By combining logical vaccination-based pre-intervention measures with 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system-
driven interactive pre-intervention on social platform users’ false information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like and forward) is verified,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social platforms to combat false information. This study builds a framework model based on S-O-R theory, designs a control experiment, collects 
data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intervention measures on users’ false information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through one-
way ANOVA and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ven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erceived credibility, accuracy, and authenticity of 
false information and users’ liking and forwarding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perceived authenticity and perceived accuracy play a cert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user behavior.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social platforms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false information through pre-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take multiple factors into account when develop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Social Platform; False Information; Pre-Intervention; Individual Perception; Information Behavior; S-O-R Framewor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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